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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换工：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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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和制度主义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讨论，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

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了考察。 对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

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 现象，在加入

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 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
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

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 “低学历”
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作用更大。 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提供

事实依据，而且为引导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稳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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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他们频繁换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反复“跳跃” ，难以稳定扎根。
２０１２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６６％的农民工更

换过工作，５０％的人在近 １．８ 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 ２ 年，“短工

化”呈逐年递增趋势。 与农民工“短工化”相伴的事实是，数字技术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普

及，以互联网、大数据、通信媒介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数字技术日

益重要，迫切需要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新形态和新模式加以理论阐释和分析 ［１］ ，特别

是对于总量达 ２．８５ 亿的农民工，他们既是数字技术力图覆盖的重点群体，也是就业优先目标的

关键主抓群体，厘清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影响，是把握数字技术发展规律的内在

理论新要求，也是着重审视当前农民工稳就业形势的现实新需求。
已有文献对农民工“短工化”现象主要有两种解释视角：一种是新古典劳动经济学视角，强

调劳动者个体禀赋、素质能力和社会网络等因素是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工作转换的关键变量，关
注农民工学历技能、关系资源、个体禀赋对就业的影响，认为以频繁换工为核心的“短工化”现

象主要源于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 ［２－４］ 。 另一种是制度主义视角，认为中国城

乡二元结构以及由二元结构衍生出的歧视性制度是加剧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关键要素，在长期

偏城市导向的制度设计下，弱势农民工通常被挤压在次级劳动市场，多从事“不稳定、高风险、低
报酬”的工作，是城市中的“工漂”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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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有助于拓展我们对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的认识，但现有主流解释均未关照到数字

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的影响，缺乏数字技术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聚集性讨论。 根据信

息经济学理论，数字信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并在构成就业要素中占据重要地

位 ［８］ 。 目前已有部分文献从技术进步的视角讨论了新技术对就业的冲击，特别强调新技术对就

业市场的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 ［９－１０］ 。 但这部分文献均未直接触及中国情景下农民工独特的“短

工化”现象，在当前“数字中国”战略和“就业优先”战略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农民工

“短工化”究竟有何种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鉴于此，本文使用 ２０１９ 年最新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

化”的影响效应。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贡献主要在于：一是从信息经济学视角为数字技术发展如

何影响农民工频繁换工这一重要话题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最新证据，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农民工

群体；二是现有主流观点多强调“稳”就业的重要性，本文从数字化的视角为“稳”就业提供新的

前瞻性启示，有助于矫正当前单纯唯“稳”而“稳”的公共就业政策导向；三是选取“家庭通信支

出”作为数字技术的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 ＣＭ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使得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就业经历着频繁的工作更换，这已成为农民工就业市场的普遍表现

和重要特征 ［１１］ 。 大量研究从“工作转换” “就业不稳定” “工漂族”等学术话语概括农民工“短工

化”就业状态 ［１２－１４］ 。 导致农民工“短工化”的原因是多样的，预期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民工迁移的

经济因素 ［１５］ ，农民工个体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是影响其就业流动的 “非经济因

素” ［１６］ 。 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环境的约束，户籍制度将劳动力市场隐性分割为次级劳动力市

场，进而加剧农民工就业不稳定 ［１７］ 。 周闯 ［１８］ 实证发现，农民工稳定就业比显著低于城镇职工。
此外，城市公共服务、住房、社会融合等也是影响农民工频繁换工的因素 ［１９］ 。

数字技术与就业密切相关，多数文献从宏观视野聚焦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 一部分文献

认为，外生的技术进步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技术要素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繁荣中小

企业发展，有助于增加就业岗位和稳定就业 ［２０］ 。 如徐思雨和杨悦 ［２１］ 实证发现，智能化发展整

体上促进了中国就业。 另一部分文献则认为，技术进步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不利于劳动者稳

定就业，将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难 ［９］ 。 还有文献强调，从短期看，技术进步会给技能工人和

资本所有者带来好处，有助于创造和稳定就业；但从长期看，数字技术会给缺技能和少资本的劳

动者带来威胁，将加剧就业不稳定和工作更换频率 ［２２］ 。
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对个体就业状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就业质量和就业方式上。 数字技

术会赋予个体数字信息，丰富的数字信息有助于劳动者获得高质量就业。 石郑 ［２３］ 基于 ＣＦＰＳ 数

据实证发现，信息技术有助于劳动力高质量就业。 林龙飞和祝仲坤 ［２４］ 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

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 。 数字信息使就业

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信息化条件下就业不再以工作岗位为特质，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工作属性将

面临冲击 ［２５］ 。 对于微观劳动者而言，数字信息下的就业方式灵活，工作流动性强，不稳定就业

可能成为常态 ［２６］ 。
上述文献极具启发性，但现有研究仍然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一方面，已有文献多从劳动者

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二元结构视角讨论农民工频繁换工的原因，缺乏信息化视角下数

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的聚焦性讨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尽管已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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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予以关注，但明确聚焦中国情景下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侧重

数字技术对宏观就业市场的影响，数字技术对微观农民工个体“短工化”现象的影响缺乏经验

证据。
（二）研究假说

信息经济学强调信息对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不稳定的就业属性会

让农民工更加关注数字信息的获取和掌握，而有效数字信息的获取和掌握则需通过接触更多数

字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因而“短工化”的行为会让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接触数字技术手段。
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统城乡数字基础发展的不同步，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数字

洼地” ，以致通过不稳定就业倒逼农民工主动接触数字技术的情境要小于日益迅猛发展的数字

技术本身对农民工就业状态的影响，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关注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

影响更具现实意义。
数字技术作为信息资源的关键要素具有普惠性、共享性和外溢性。 掌握数字技术的农民工

依托数字技术可以拓展自身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信息捕获成本，提升个人信息处理率 ［２７］ ，而且

数字信息技术也被认为是一种“数字人力资本”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占据信息优势的农民工通

常会累积更多的数字化技能。 苏岚岚和彭艳玲 ［２８］ 实证发现，数字化发展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

养的积累。 同时，数字信息与技能又是劳动者就业的关键。 就业匹配理论强调，劳动者不仅需

要有适宜岗位的个体禀赋，更需要有获取与岗位对称的信息知识与技术能力 ［２９］ 。
信息充分的农民工通常可以依托信息和技能优势广泛搜寻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依据自身

禀赋与信息反馈在劳动力市场中反复搜寻与“跳跃” ，以获取匹配性的就业岗位，这一频繁的匹

配与搜寻过程也被认为是一种“转换者－停留者”就业状态 ［３０］ ，特别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

强约束下，不稳定就业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数字技术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弱势农民工

运用数字化知识与技能作用于就业搜寻的偏向。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３１］ 实证发现，弱势群体更倾向于使

用互联网搜寻工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
数字资源与其他经济层面因素相互作用时会因禀赋差异而对个体就业产生不同影响。 这

意味着，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根据 Ｍｉｎｃｅｒ［３２］ 提出的“技术偏向

理论” ，在技术变革中，高禀赋的劳动者更能适应新的数字环境，更能有效率地利用新技术和新

方法。 男性农民工是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转换的主体，相比女性寻求稳定工作的倾向，男性

农民工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频繁换工的概率更大。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禀赋通

常更高，更容易接受新技术，他们利用数字技术作用于“短工化”的倾向会更加明显。 同时，学
历水平也是影响数字技术采纳以及应用程度的关键变量，对于平均学历水平仅为初中程度的农

民工而言，高学历农民工利用数字技术作用于就业的效应通常更大。 李天成等 ［３３］ 实证发现，技
术进步影响低技能农民工就业“降级” ，中等学历农民工就业“极化” ，高技能农民工就业“升

级” 。 此外，农民工流动是一种“用脚投票”行为，其在不同区域内流动会存在数字素养累积差

异，通常在熟人关系网络影响下，数字技术对本地农民工“短工化”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ａ：数字技术对女性农民工“短工化”影响更小。
假说 ２ｂ：数字技术对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影响更大。
假说 ２ｃ：数字技术对高学历农民工“短工化”影响更小。
假说 ２ｄ：数字技术对本地农民工“短工化”影响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的逻辑框架图（图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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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的逻辑框架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Ｓ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ＣＳＳ 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抽样调查项目，调查区域

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调查样本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

群体，并将农民工定义为具有农业户籍身份、居住在城市地区、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

的劳动者。 根据这一定义对数据进行筛选，并剔除数据的缺失值和错误值后，共获得 ５７８ 个有

效样本。
（二）变量描述

１．被解释变量：“短工化”
频繁的工作更换是“短工化”的集中体现 ［１１－１２］ 。 ＣＳＳ 数据向被访者询问了“您三年内换过

多少份工作？” ，被访答案为数值型填答。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没有换过工作的农民工占比

５０．３％，人数为 ２９１ 人；换过 １ 份、２ 份、３ 份及 ４ 份以上工作的占比分别为 １７．６％、１８．３％、７．９％
和 ５．９％。 可见，近 ５０％的农民工在三年内更换过至少 １ 份工作，说明当前农民工工作更换频

繁，“短工化”现象突出。 本文将没有换过工作、换过 １ 份、换过 ２ 份、换过 ３ 份、换过 ４ 份及以上

的分别赋值 ０ ～ ４，数值越大表示农民工“短工化”越突出。
２．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是多种数字化技术的集称。 对于农民工而言，目前最容易接触到的数字技术是以

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活动。 本文借鉴罗明忠和刘子玉 ［３４］ 的做法，选取互联网使用情况（包

括电脑、手机、微信等数字活动）来表征农民工数字技术采纳情况。 ＣＳＳ 数据向被访者询问了

“现在互联网比较普及，您平时上网（包括用电脑、手机、微信等活动）吗？” ，回答“上” 的 ４９２
人，占比 ８５．１２％，赋值为 １，视为采纳或拥有数字技术；回答“不上”的占比 １４．８８％，赋值为 ０，
视为未采纳或未拥有数字技术。

为更为直观地观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统计关系，本文绘制了柱状图。 从图 ２ 可以看

出，在“未换过工作”的选项中，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要比非采纳技术的农民工高 ６４．２ 个百分

点，但在“换过 １ 份” “换过 ２ 份” “换过 ３ 份” “换过 ４ 份及以上”选项中，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

要比非采纳技术的农民工分别高 ６０．８％、８８．８％、８２．４％、７６．６％。 综上所述，从描述性层面的相

关关系来看，总体上拥有或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要比未拥有或不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短

工化”倾向更明显。 后续本文将采用计量的方法进一步估计这一结论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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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字技术与农民工“短工化”的相关关系

３．主要控制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变量

性别会影响工作转换倾向，男性通常更倾向频繁换工；年龄越大“短工化”的倾向通常越低；
教育水平越高通常越会寻求稳定性高的工作；与未婚状况相比，已婚状态的农民工更倾向稳定

工作；党员身份的农民工可能更具人力资本素质，通常更倾向选择稳定性高的工作；家属随迁和

老人抚养越多，意味着农民工需要负担的责任也越重，越会对就业稳定性产生影响；农民工是否

拥有自有住房会影响工作倾向；社交网络是农民工频繁换工的重要影响渠道；农民工在就业市

场中工作状态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实证中我们用“您对政府向老百姓提供的就业保障满意

状况评价”来测度就业市场中政府对农民工换工状况的约束影响。 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地区

会对农民工就业状态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对 ３１ 个省份地区进行控制，以弱化

回归分析中可能引致的偏误。 表 １ 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短工化”现象 “您三年内换过多少份工作？” 没有换过工作 ＝ ０；换过 １ 份 ＝

１；换过 ２ 份 ＝ ２；换过 ３ 份 ＝ ３；换过 ４ 份及以上 ＝ ４

１．０１２ １．２３７ ０ ４

自变量

　 数字技术 “您平时上网（包括用电脑、手机、微信等活动）吗？”上 ＝ １；不

上 ＝ ０

０．８５１ ０．３５６ ０ １

协变量

　 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３８７ ０．４８７ ０ １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３４．３８ １０．０３ １８ ６５

　 年龄∗年龄 ／ １００ 关注年龄可能的非线性影响 １４．８４９ １０．２４１ ３．２４ ４７．６１

　 受教育年限 未上学 ＝ ０ 年；小学 ＝ ６ 年；初中 ＝ ９ 年；高中 ＝ １２ 年；大学（专

科） ＝ １５ 年；大学（本科） ＝ １６ 年；研究生 ＝ １９ 年

１０．２１７ ４．０６５ ０ １９

　 婚姻状况 同居 ＝ ３；已婚 ＝ ２；未婚 ＝ １ １．８１３ ０．４８８ １ ３

　 党员身份 是否党员？ 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５７ ０．２３２ ０ １

　 随迁状况 家庭随迁人数占家庭总人数比 ０．３３９ ０．３６３ ０ ０．８７

　 老人赡养 父母是否健在？ 是 ＝ １；否 ＝ ０ ０．５１２ ０．５００ ０ １

　 社交网络 “您的社交生活满意度评价” １（非常不满意） ～ １０（非常满意） ６．０３２ ２．４９２ １ １０

　 住房状况 是否有自有住房？ 有 ＝ １；无 ＝ ０ ０．８９６ ０．３０５ ０ １

　 政府就业保障 “您对政府向老百姓提供的就业保障满意状况评价” １ ～ １０ 分

自评打分

６．３３５ ３．０６４ １ １０

（三）模型设定

１．基准模型：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被解释变量“短工化”是离散排序数据，我们采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

５４１

第 ３ 期 林龙飞，祝仲坤 　 频繁换工：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吗？



化”行为的影响，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 α＋βＤｉｇｉｔａｌ＋ϕＺ＋ε （１）

（１）式中，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为“短工化”行为；Ｄｉｇｉｔａｌ 为数字技术采纳状况；Ｚ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变量；α 为截距项，β、ϕ 代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ε 为随

机干扰项。
２．自选偏误：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
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突出很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即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

工可能并不满足随机抽样，如果直接回归可能因非随机抽样而使估计结果产生选择性偏误。 本

文利用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３５］ 提出的解决自选择的倾向匹配法，通过构造反事实框架来纠正因样本自选

择而产生的内生性偏误问题，进而获得样本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 。
ＡＴＴ ＝ 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１－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０(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

＝ 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１－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０(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 ，Ｐ Ｚ( ){ }

＝ Ｅ｛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１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Ｐ（Ｚ） ］ －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０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Ｐ（Ｚ） ｝ （２）
（２）式中，Ｄｉｇｉｔａｌ 为二分类变量，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取值 １ 时为处理组，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取值 ０ 时为控制

组；Ｐ（Ｚ）为消除样本差异后的倾向得分值。
３．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ＣＭＰ）
除选择性偏误之外，本文还可能面临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农

民工个体的一些经历难以完全被测度，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短工化”行为也可能

反向引致农民工技术采纳行为，从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 针对这类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常用的

解决方法是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但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是二分类变量，基于连续

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等工具变量方法不再有效。 而 Ｒｏｏｄｍａｎ［３６］ 提出的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

计（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ＭＰ）可以有效克服常规两阶段方法是分类变量不适用的问题，该
方法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将联立方程当作一个系统进行估计，第一阶段寻找核心解释变量的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将工具变量代入模型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参数的外生性，进而获得联立方程

后的一致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基于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回归结果。 方程（ １）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主要控制变

量，结果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方程（ ２）在方

程（１）的基础上，继续控制地区效应，结果仍然显示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的正向效应。
具体从拟合度最优（Ｒ２ ＝ ０．０３６９）的完整方程（２）来看，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的影响系数

为 ０．３３６，说明数字技术确实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 这为当前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频繁换

工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模型中各方程的主要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 具体而言，男性要比女性“短

工化”倾向更突出；年龄对“短工化”的影响呈现“倒 Ｕ”型分布态势；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

越倾向于稳定工作；与未婚相比，已婚和同居状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稳定工作；党员身份的农民

工更倾向于“短工化” ；家属随迁规模越大、需要赡养老人越多的农民工“短工化”倾向越明显，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社交网络越广泛，农民工“短工化”越突出；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频繁

换工作的概率更低，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政府就业保障越健全，农民工“短工化”的概率越低。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控制变量并不是本文的核心关切，同时考虑到控制变量可能具有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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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不对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做过多引申探讨。
表 ２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的影响

变量
“短工化”

（ １） （ ２）

数字技术 ０．３１２∗∗（０．１３８） ０．３３６∗∗∗（０．１２８）

性别 ０．２５３∗∗（０．１０５） ０．２８１∗∗（０．１２５）

年龄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年龄平方项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３１∗∗（０．０１５） －０．０４５∗∗∗（０．０１７）

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

　 已婚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３）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０）

　 同居 －０．２３２（ ０．２６９） －０．２４６（ ０．３０４）

党员身份 ０．２６９∗（０．１６０） ０．３５３∗∗（０．１７４）

随迁状况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５）

老人赡养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９）

社交网络 ０．０１７∗（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０．０１０）

住房状况 －０．０３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２）

政府就业保障 －０．０３７∗∗（０．０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３６９

样本量 ５７８ ５７８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为了便于解释，本
文还汇报了核心解释变量对农民工“短工化”影响的边际效应。 如表 ３ 所示，相比未采纳数字技

术的农民工，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在“未换过工作”选项中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边际效应值为

负的 ０．１２６，表明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比未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在“未换过工作”的汇报中

发生概率降低 １２．６％；而在“换过 １ 份” “换过 ２ 份” “换过 ３ 份” “换过 ４ 份及以上”的工作汇报

中发生概率分别提高 １．２％、４．４％、３．２％和 ３．６％。 说明相比未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采纳数

字技术的农民工频繁换工的倾向更明显。 上述边际效应的汇报结果与表 ２ 汇报的核心解释变

量的估计系数结果均一致，共同证实了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的核心结论。
表 ３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影响的边际效应

变量
“短工化”

未换过工作 换过 １ 份 换过 ２ 份 换过 ３ 份 换过 ４ 份及以上

数字技术 －０．１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６∗∗（０．０１４）

　 　 注：已控制与表 ２ 完整模型相同的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

健标准误。

（二）自选偏误纠正

将采纳数字技术和非采纳数字技术农民工进行混合回归可能并不满足随机抽样，容易造成

非随机自选偏误。 本文利用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３５］ 提出的倾向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来纠正自选偏

误。 具体将研究对象分为数字技术采纳组和非数字技术采纳组，并用“倾向得分”代表个体在

给定可测协变量的情况下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然后在“采纳数字技术对照组”中找到与

“非采纳数字技术处理组”相似特征的个体进行多样匹配，最终弱化匹配前样本间的显著性差

异，进而获取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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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倾向匹配的估计质量，本文进行了平衡性检验。 如表 ４ 所示，匹配后各统计量均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 ＰＳ Ｒ２和 ＬＲ Ｃｈｉ２ 分别下降 ０．３０９ 和 ９２．４５，平均标准化偏差（Ｍｅａｎ Ｂｉａｓ）
由匹配前的 ５７．１ 下降到匹配后的 ２０，Ｂ 值也下降了 １１５．２，表明匹配后的变量标准化偏差均大

幅缩小，经过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系统性差异已得到明显纠正。
表 ４　 匹配前与匹配后平衡性检验结果

平衡性检验 ｐ＞ｃｈｉ２ ＰＳ Ｒ２ ＬＲ Ｃｈｉ２ Ｍｅａｎ Ｂｉａｓ Ｂ

匹配前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０ ２２８．５５ ５７．１ ２１３．６

匹配后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１ １３６．１０ ２０．０ ９８．４

　 　 如表 ５ 所示，本文进一步估算了处理组（数字技术采纳）与对照组（数字技术未采纳）两组

样本的 ＡＴＴ，不论采取何种匹配方法，ＡＴＴ 结果均显示，在消除与弱化样本间异质性之后，数字

技术采纳的农民工比未采纳数字技术的农民工“短工化”现象更突出。 具体来看，临近匹配得

出的 ＡＴＴ 数值最大，为 ０．５１４；其次为半径匹配，ＡＴＴ 数值为 ０．４６６；最小的马氏匹配，ＡＴＴ 数值

为 ０．４３６。 各匹配方法得出的 ＡＴＴ 数值虽略有差异，但总体差异度不大，这与基准回归结论一

致，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的结论。
表 ５　 不同匹配方法 ＡＴＴ 结果

匹配方法 　 　 ＡＴＴ 标准误 Ｔ ／ Ｚ 统计量

临近匹配 　 　 ０．５１４∗ ０．２７４ １．８８

半径匹配 　 　 ０．４６６∗ ０．２７３ １．７１

马氏匹配 　 　 ０．４３６∗∗ ０．１８９ ２．３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临近匹配采用 １ 对 １ 有放回式匹配；匹配中卡尺范围为

０．０１。

（三）内生性问题讨论

除上述自选偏误外，本文还可能面临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来看，
内生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基准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 尽管本文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控制了部分变量，但要控制所有的变量则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并不能排除有遗漏的变

量与数字技术相关；另一方面，“短工化”行为的农民工也可能反向影响数字技术采纳倾向，进
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

为克服上述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罗明忠和刘子玉 ［３４］ 的做法，选取“家庭通信支出”作

为数字技术的工具变量。 从相关性来看，家庭通信支出反映家庭层面数字化发展程度，与家庭

中微观农民工个体数字信息技术使用密切相关；但从外生性来看，家庭层面的通信支出与农民

工在劳动力市场中频繁换工并无直接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依据受访者对问卷中“您家通信支

出（如固话、手机、电脑上网费等） ？”的回答来度量，在实际回归中将家庭通信支出取对数形式。
由表 ６ 可知，ＣＭＰ 方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家庭通信支出对数字技术在 １０％的统计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且为正向显著，说明与逻辑推论一致，家庭通信支出越多，农民工个体

数字技术采纳越明显，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 进一步，ＣＭＰ 方法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

示，在控制了潜在内生性偏误后，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这一结论与基准回归显著为正的结论一致，再次证实了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

化”现象的结论。 同时，基于 ＣＭＰ 方法得出的内生性检验参数（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

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基于 ＣＭＰ 方法得出

的结论更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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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内生性讨论：ＣＭＰ 估计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 ＣＭＰ）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技术 ０．８５１∗∗（０．３３７）

家庭通信支出 ０．０９８∗（０．０５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０．３８４∗（ ０．２３１）

Ｗａｌｄ 卡方值 ２６１．５３

样本量 ５７８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减少工具变量外生性争议，本文还做了如下工作：参照张晨等 ［３７］ 的做法，将工具

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外生性估计，以检验选取工具变量是否满足外生性要求。 根据表 ７ 回归

结果可知，在分别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其他解释变量、地区效应后，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

化”的回归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而工具变量（家庭通信支出）对农民工

“短工化”的影响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这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工

“短工化” ，而仅仅通过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 ，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选取要求。
表 ７　 工具变量有效性（外生性）检验

　 　 　 变量 “短工化”

家庭通信支出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数字技术 ０．３１４∗∗（ ０．１２４）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Ｒ２ ０．０３９１

样本量 ５７８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 ＣＳＳ 数据筛选出的实证样本量较少和核心解释变量较为单一的情况，本文利用 ２０１８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ＬＤＳ）数据进行样本更换和变量调整，以进一步检验本文核心结论的

稳健性。 具体而言，因变量“短工化”用问卷中“现在这份工作，是不是您的第一份工作？”表征，
被访答案如果回答“否” ，则被认定为“短工化”行为，回答“是” ，则被认定为非“短工化”行为；
核心自变量数字技术由“您使用手机微信、ＱＱ 等网络社交工具的频率是？”和“您的工作有没有

被高度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而改变？”两个问题表征，被访答案分别是“经常使

用、偶尔使用、很少使用、不使用”４ 分类答案（分别赋值 ４、３、２、１）和“是、否” ２ 分类答案（分别

赋值 １、０） 。
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并结合问卷指标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相应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

层面的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历（是否工作过） 、社
会网络（您和本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互动之间的熟悉程度） 、技能培训（是否接受过由

政府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 、普通话熟练程度、往年收入情况（ ２０１７ 年的收入取对数） 。 农民工

就业稳定性与个体性别、年龄、教育等禀赋密切相关；工作经历、社会网络、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

业状态影响较大；普通话反映求职“敲门砖” ，普通话越熟练的农民工就业稳定的可能性越大；
往年收入状况会影响农民工换工决策。 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地区会对农民工就业状态产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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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故本文还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对 ２８ 个省份地区进行控制，以弱化回归分析中可能引致的

偏误。
如表 ８ 所示，在列（３）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微信、ＱＱ 等网络工具使用频率）对农民

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理，在列（４）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工作中被自动化、机
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变）对农民工“短工化”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上述结论共同表明，
在更换样本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哪种方式定义数字技术，均与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一致，即数

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 。 模型中各方程的主要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同
时与部分基准回归方程中所选控制变量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因为本部分仅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补充性稳健结果检验，我们不对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做过多引申探讨。
表 ８　 稳健性检验结果：更换样本与变量替换

变量
“短工化”

（ ３） （４）

数字技术（微信、ＱＱ 等网络工具使用频率）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３）

数字技术（工作中被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改变）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０）

性别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健康状况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７）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年龄平方项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婚姻状况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６）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工作经历 ０．５１９∗∗∗（ ０．１７３） ０．５１６∗∗∗（ ０．１７１）

社会网络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６）

技能培训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２）

普通话水平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０）

往年收入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５９２

样本量 １１８１ １１８１

　 　 注：汇报的结果为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得出的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

五、扩展性分析：群体分化与流动异质

前文分析已经证实，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但上述分析只是全样本的平均效

应，并未考虑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的异质影响。 接下来，依据前文假说 ２，本文将从性别

差异、年龄代际、学历水平和流动范围四个维度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异质考察，以期得到更为细致

和深入的研究结论。 具体而言，年龄代际以 １９８０ 年出生为界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

代”农民工；学历水平以学历年限的中位数为基准，划分为“高学历”农民工和“低学历”农民工；
流动范围以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外为基准，划分为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

如表 ９ 所示，从列（５）和列（６）中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均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说明数字技术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短工化”均有助推作用，但进一步对比二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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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大小则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系数要比女性农民工高 ０．０３ 个百分点，说明

相较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频繁换工的倾向更突出。 这一结论符合劳动

力市场中“女性求稳、男性求变”的经验直觉。
在年龄代际中，从列（７）和列（８）中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短工化”

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影响系数上前者要比后者高 ０．４９０ 个百分点，说明相较老一代农

民工，数字技术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行为更加突出。 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具

年龄优势，更倾向于采纳或捕获最新数字技术，更容易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就业场域，进而增加劳

动力市场中就业转换概率。
在学历水平中，从列（９）和列（１０）中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

影响更突出，相比之下，数字技术对高学历农民工“短工化”行为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可能

的原因是，高学历农民工更具丰富的人力资本，而已有文献发现具备丰富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

倾向于稳定就业 ［４］ ，而低学历农民工因人力资本匮乏，可能更依赖于数字技术作用于就业搜寻

与工作转换。
在流动范围中，农民工流动是一种“用脚投票”行为，从列（ １１）和列（ １２）中可以看出，数字

技术对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短工化”均有正向影响，但数字技术对外出农民工“短工化”
行为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在乡土社会中，本地农民工借助数字技术更能谋

求多样化工作，即在熟人网络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本地农民工寻求工作转换的空间和弹性更

大。 相反，相对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已脱离乡土社会，单纯借助数字技术在非熟人网络场域

寻求工作转换的空间和弹性较小，以致多数情况下只能锚定相对稳定的工作。
表 ９　 拓展性分析结果

变量

性别差异 年龄代际

男性 女性 新生代 老一代

（ ５） （ ６） （ ７） （ ８）

数字技术 ０．４５９∗（ ０．２６４） ０．４２９∗（０．２５７） ０．８４０∗（ ０．４８６） ０．３５０∗（ ０．２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９７４

样本量 ２２４ ３５４ ３５８ ２２０

变量

学历水平 流动范围

高学历 低学历 本地 外出

（ ９） （ １０） （１１） （ １２）

数字技术 ０．１５８（ ０．６０６） ０．３９３∗（０．２０４） ０．６３４∗∗（ ０．２７５） －０．０１７（ ０．２５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７００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３７０

样本量 ２４８ ３３０ ２５１ ３２７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六、简要结论、延伸讨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信息化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广泛普及，大大拓宽了“数字就业”的应用场景，为劳动力

市场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３８］ ，其中，在中国情景下数字技术对亿万农民工稳就业的冲击尤为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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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目。 但目前为止，文献对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行为提供的证据还比较缺乏。 本文

利用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影响。 研

究发展，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
现象，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 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和选择性偏误，本文运用 ＣＭＰ 方法进行回归，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ＰＳＭ）构造反事实框

架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低学历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

作用更大。
作为对我国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的探索性讨论，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引发对数

字技术冲击农民工群体就业状态的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现有政策设计和主流观点多强调农民

工就业“稳”的重要性，认为“不稳定”就业是一种挑战 ［４］ 。 但事实上，在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

算为核心的信息化背景下，数字技术引致的农民工“短就业”很可能是一种“长”趋势，数字技术

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提升供需匹配、创新就业模式等途径，正在加速就业要素变革与重组，特别

是对于长期处于城乡钟摆的农民工而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将进一步放大就业要素的

转换与流动，加速长期稳定雇佣关系的减少，助推就业市场“零工经济” “弹性工作” “灵活就业”
的兴起。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支撑的就业流动与转换很可能符合农民工的理性预期，涌入

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普遍学历较低、人力资本不足，他们很难单纯依托人力资本的累积增加收

入 ［３］ ，而多数是需要通过流动实现，必须不断地在劳动力市场内进行职业搜寻，通过就业流动搜

寻到与自身匹配效果更好的工作，进而实现收入增长 ［１１］ 。 而当前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

则为这种流动和转换注入了新能量，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红利拓展农民工就业选择集，提升农民

工优质岗位转换机遇，赋能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更多向上流动的潜力。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决策部门针对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需做出前瞻性的预判

和政策上的积极引导。 我国长期将“稳就业”居于“六稳” “六保”之首。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印发的

《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强调“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 ，２０２２ 年人社部

印发的《关于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的通知》进一步部署“稳就业”的一揽子

措施。 然而，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数字技术大大拓宽了“数

字就业”的应用场景，为农民工就业带来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的核心就是日益普及的数字技术

正在加速农民工就业转换频率，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助推作用。 这启示现行就业

政策设计要矫正以往唯“稳就业”而“稳就业”的惯性设计思路，要看到数字技术引致的就业频

繁转换趋势，需将数字技术引发的就业转换纳入“稳就业”的政策设计框架，在平衡农民工就业

流动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上，应以日益普及的数字技术为抓手，建立以流动性为基础的实现

稳定性模式，核心的政策举措包括：一方面就宏观公共政策而言，就业政策顶层设计需纳入数字

化要素，关注数字技术普及对稳就业的影响。 例如近期发改委颁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

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就从数字技术和信息化视角对“稳就业”进行了战略部署，强调稳就业

的具体实施举措需考虑数字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从微观农民工个体来看，要将数字

化变革与农民工就业转换统一协调起来，提升农民工数字素养与技能，并针对不同年龄代际、不
同学历水平和不同流动范围的农民工实施差别化数字引导策略，例如针对老年农民工群体可以

实行数字应用适老化改造，针对低学历农民工可以实施数字学习计划，针对外出农民工可以实

施数字远程培训工程等。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尽管本文对数字包容与就业转换的关联性文献进行了拓展，并提出

了启发性的实践建议，但仍存在如下局限和不足，需在未来作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受限于数据

和指标的可得性，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的传导机理有待揭示，未来随着微观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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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揭示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的机制应被聚集性讨论；另一方面，日益普及

的数字技术根植于中国就业情景中，深化数字技术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认识，还需基于一手材

料的定性访谈，通过饱和式经验调查，打开数字技术作用于农民工“短工化”的更多细节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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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ｉ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ｉ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ｔｏ ｔｈｅ ‘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ｊｏｂ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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